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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政治发端之论争

晏绍祥

摘 要 古典时代以来，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看法。早先有学者指

出，在希腊人那里已经出现了梭伦改革说、克里斯提尼改革说和提修斯说等不同观点。格罗

特首次系统论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雅典民主政治基础的理论。希格内特和拉夫劳勃强

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才是雅典民主政治真正的起点，并把民主政治作为独特的雅典现象。

最近的研究提出了更多不同看法。莫里斯和华莱士分别从考古和文献史料出发，呼吁重视城

邦制度中固有的民主因素；奥伯从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出发，强调雅典人民的政治觉醒对创立

民主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拉夫劳勃重申了民主乃海军和帝国政策产物的看法；埃德甚至认为，

公元前 403年之后，雅典民主政治才走向稳定和成熟。纷繁的观点之中，透露的是学者个人
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变迁，但也体现了史料基础的扩大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影响。在

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中，学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在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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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西方学术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出版了一系
列论著。对于西方学术界纪念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倾向，黄洋教授已做了评论，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诞

生实际是一个长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埃菲亚尔泰斯都可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创立者 [1]（P123-
125）[2]（P16-25）。如埃伦伯尔格早已意识到的，“除非由某个强力机构一次性构建，否则一个政体的起
点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日期。它在成长，人们通常可能提到成长过程中的若干事件，其中这个或那个可能

被视为真正的奠基行动”[3]（P515）。就古代民主政治的起源来说，政治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且
希腊城邦作为公民共同体，制度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所以雅典民主政治到底发端于何时，争议

不免更大。目前的看法中，最早的年代几乎与城邦的萌芽同时，晚者到公元前 403 年，梭伦、克里斯提尼、
埃菲亚尔泰斯、伯里克利都曾被贴上民主政治创立者的标签。本文无法讨论所有相关看法，只期望对自

古典时代以来西方有关民主政治起点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学术史回顾，介绍几种代表性看法，以有助于

中国学界对该问题全面的认识。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是古代希腊人的认识，格罗特与雅典民主研究的

转折，新转向和最近的进展。由于著述众多，笔者只能选取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和论著。不当之处，祈请学

界师友不吝批评指正。

一、古代希腊人的看法

最早论及雅典民主政治发端年代的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第一个对这个问题明确表达看法的是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叙述西库翁僭主克里斯提尼选婿、最终雅典人麦加克莱斯取得胜利时，他特意

补充了一句，“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那位克里斯提尼”。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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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第 5 卷，希罗多德已经叙述过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及其影响，并且宣称“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
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他们在战

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

所以如此，是“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

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在为自己做事情了”[4]（P379，457）。
希罗多德的评论，一方面表示克里斯提尼创建了雅典民主政治，同时也暗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民

主本质上与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一脉相承，都是多数人的统治，都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功绩”。随之

衍生的问题是，在雅典那么多的政治家中，希罗多德何以对克里斯提尼情有独钟，认为他是雅典民主政

治的奠基人。对此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证据，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的基本制度，使公民

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通过陶片放逐法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 [5]（P75-112）。但是，克里斯提尼之被希罗
多德作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当时雅典的政治以及他与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关系。

对此我们的确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但间接的和环境的证据，暗示我们的猜测不是全无道理。

希罗多德本人是否到过雅典，我们没有明确的当时人的证据。但他对雅典事务的熟悉，以及他对阿

尔克麦翁家族特殊的态度，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确到过雅典，而且与伯里克利有过交往。《历史》对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作用的肯定，以及对阿尔克麦翁家族异乎寻常的“偏爱”，都暗示希罗多德与雅典关系

密切¬ [6]（P264-280）。埃伦伯尔格认为，希罗多德特别提到伯里克利的世系，是希望以此表明，前一个
阿加利斯泰生下了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克里斯提尼，后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一头狮子，引领雅典走上了

强盛之路。“这段对个人致敬和吹嘘的杰作，既暗示了伯里克利的伟大，也暗示他乃母系一方，尤其是阿

尔克麦翁家族之最伟大者——改革家克里斯提尼——政治传统的继承人。”[3]（P528）作为雅典最伟大
时期的领导者，伯里克利与克里斯提尼一脉相承，也的确值得希罗多德如此肯定。

不过，希罗多德的意见并不是雅典人唯一的看法。约 100 年后，当亚里士多德写作《雅典政制》时，
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变成梭伦了。在他看来，由于梭伦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规定任何人都有自愿

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人民有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让人民拥有了投票权，成了政

府的主宰，“从这时候起，民主政治才开始”。克里斯提尼改革虽然重要，但总体上是让雅典“政制比梭伦

政制要民主得多”，不具有创始意义；埃菲亚尔泰斯和伯里克利的改革，使得“政制变得更加民主了”[7]

（P12，26，31，45）。因此，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梭伦取代克里斯提尼成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论断的变化，明显与公元前 5 世纪末及其以后雅典政治的变化有关。关于梭伦具体的

政治作为，希罗多德几乎只字未提 [4]（P13）。修昔底德的记录透露了公元前 5 世纪末雅典兴起的关于
先祖政制的辩论，以及梭伦被赋予的角色。远征西西里的舰队全军覆没，极大削弱了雅典的实力和威信，

不少盟邦公开暴动，波斯帝国也开始加入斯巴达一方对雅典作战。雅典因人力损失严重，财政陷入窘境，

在战场上陷入被动 [7]（P34）。指挥战争的民主政府内外交困，合法性受到怀疑。此前被流放的阿克比亚
戴斯称，只要雅典人改变民主政体，则他有能力使波斯成为雅典盟友。对雅典人来说，如果能够赢得波

斯的支持，则战争仍有可为­。不过，如修昔底德意识到的，要说服雅典人改变政体并非易事。所以，在推

翻民主政治过程中，政变者除借用欺骗和恐怖手段外，还打出了回到先祖政体的旗号。就在决定废止民

主政治的公民大会上，皮索多鲁斯提出了改变政体的具体动议，克莱托丰随后提出修正案，“主张当选的

委员也应当研究克里斯提尼在其创建民主政治时所制定的那些先祖法律，这样，他们在听取这些法律之

后，就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其理由是克里斯提尼的政制有似梭伦政制，并不是民主的政制”[7]（P35）。
这可能是第一次把梭伦和克里斯提尼并提，并且认为两人创造的政制都不够民主。不过，当时的雅典人

或许并不清楚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政制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需要“研究”。虽然四百人政制仅延续 4

¬ 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无意为该家族辩护，反有嘲讽之意。但从希罗多德的行文看，他对该家族一直偏爱有加。

­ 公元前 412 年，波斯决定支持斯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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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但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先祖政制从此成为雅典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口号，民主派和寡头派都企图加

以利用。当雅典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与斯巴达订立的和约中规定的所谓先祖政制概念并不明

确，“平民党企图保持民主政治，但是，属于政治小团体的贵族们以及和平之后才由放逐中归国的人，却

力图建立寡头政治，而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但在其他方面声望绝不亚于其他公民的贵族们，则旨在恢复

先祖政制”[7]（P39-40）。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先祖政制，此时已有了与公元前 411 年不同的含义。在前
者那里，克里斯提尼和梭伦的政制都不民主。但在后者这里，先祖政制可以被理解为寡头制、民主制之外

的一种政制。由于民主政制迅速恢复，先祖政制从此被用民主的含义加以解释 [8]（P1-98）。根据他们的
看法，“梭伦的政制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过于领先于时代了。僭主时代，它被削弱成空洞的形式。在他们

被驱逐后，克里斯提尼稍加修改，重建了民主政治”[9]（P6）。于是到公元前 4 世纪，梭伦和克里斯提尼
逐渐并列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者。更多的时候，梭伦较克里斯提尼更加突出 [10]（P242-259）。这种传统影
响了公元前 4 世纪的阿提卡史家，他们根据民主派的传统，重构了梭伦作为民主派政治家和民主政治创
立者的形象 [11]（P113-115）。他们的观念影响了把阿提卡史家作为主要资料的亚里士多德，因此，到公
元前 4 世纪末，梭伦地位凸显，成为民主政治的第一创立者。自公元前 5 世纪后期以来，雅典人还发明
出民主政治的其他创立者。这些看法显然不如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影响显著，但对雅典民主的学术仍

有一定影响，其中之一是传说中雅典的统一者提修斯成为一个民主风格的君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

他是“倾向民众、放弃王权的第一人”[7]（P2）。将提修斯视为民主君王的最早记载见诸欧里庇德斯。他
借提修斯之口宣布，“我们的城邦是一个自由的城邦，不是被一个人统治着。人民每年里轮流着执政，不

给富人优越，穷人有同等的权利”[12]（P189）。后来的普鲁塔克基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和阿提卡史家的
意见，认为提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继续作为战争指挥
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13]（P24）。这样看来，早在古典时代，有
关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年代已经存在三种不同说法。早者从传说中的提修斯开始，晚者到克里斯提尼。

但前文的回顾也表明，随着希腊历史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有越来越悠久的趋势。对希罗多德而言，雅

典民主政治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产物；对公元前 5 世纪末尤其是下一个世纪的雅典演说家而言，梭伦在
民主政治的起源中最为重要。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把提修斯变成了第一位民主派的君王。希腊人的看

法，成为后世有关民主政治起源讨论的出发点。

二、格罗特与雅典民主研究的转向

中世纪中前期的西欧很少了解希腊，雅典民主政治基本从文献中消失。中世纪后期，随着亚里士

多德的著作逐步传到西欧，古代民主政治重回西方人视野。到 18 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比较先进
的国家已经开始出版篇幅较大的希腊史著作。但近代早期，西方学者的民主概念相当模糊。在他们笔

下，斯巴达、雅典、底比斯、阿凯亚同盟和罗马共和国等，都被视为民主政治国家。同时，近代早期的

西方正处于民族国家和近代制度奠基时期，追求政治稳定和国家强大。前者似以斯巴达为代表，后者罗

马共和国有资格。至于雅典民主政治，更多地作为需要警醒的负面形象出现在思想家和学者们笔下 [14]

（P281-332）[15]（P1-161），他们的代表是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英国学者米特福德。他极其欣赏当
时英国的所谓混合政体，对希腊人的城邦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米特福德相信，“构建最良好的希腊人国

家所采用的政府形式，虽然经常是年轻人赞扬的主题，但并不适合不列颠群岛广大的领土和居民的自由

状态，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向他的国人指出希腊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政府形式的各种罪恶，在某种程度上，

它们是公民对那些虽然人身自由，但无公民特权的人的暴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对数量大得多的奴隶

的暴政；而且并非不经常的，是公民对公民的暴政”[16]（PXV）。所以，他的《希腊史》对希腊所有政体
都抱着批判态度。对雅典民主，他大体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认为梭伦是民主政治的创立者，理由是

梭伦让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在公民大会中投票和发言，确保了人民主权。而民众一旦掌握权力，立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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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西特拉图夺取权力，捧后者为僭主，葬送了雅典人的自由 [16]（P366-385）。
但是，历史毕竟已迈入 19 世纪。18 世纪后期以来，工业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政治民主化浪潮逐

步开启。从 1832 年起，英国逐步确立了近代民主制度。与之相伴的，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和思想领域的
自由主义。在雅典民主研究领域，格罗特成为代表。

在 19 世纪中前期的英国，格罗特是最有资格撰写新风格希腊史的人选。他研读过詹姆斯·密尔、亚
当·斯密等人的著述，熟知尼布尔、博克、穆勒等人的史料批判方法和神话研究。他先后就尼布尔关于希

腊神话和罗马史的著作撰写过书评，对作者处理神话、传说和历史的方法，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从学术

素养来说，尽管格罗特不曾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可以说是 19 世纪从理论到史实都最有修养的学
者之一 [17]（P1-17）。
对格罗特学术成长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因素是功利主义。格罗特曾与詹姆斯·密尔有长期交往，与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边沁等关系密切。他积极参与当时的议会改革运动，共同促成了 1832 年英国国
会的第一次改革。1833 年，格罗特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继续为推进国会改革努力。对实际政治的参与，
让格罗特对政治生活的运转有了深切体会。更重要的是，功利主义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主张，成为格罗

特最重要的信念，直接影响了他对古代民主的认识 [17]（P24）。
格罗特从 20 年代初开始为撰写《希腊史》做准备，写有若干篇希腊史笔记，意在反击对古代民主

的不利评论 [18]（P26-27）。1826 年，他初次亮出了自己关于希腊史的基本看法，并对米特福德进行批
评。他认为，希腊人在古典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给个人才能的发展创造的机会，是后来两千年中很少达

到的。从 1846 年开始，他在 10 年时间里分批推出了自己 12 卷的希腊史，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许多重要
问题，包括民主政治的起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

格罗特之前，几乎所有希腊史著作都沿用亚里士多德或者普鲁塔克等的看法，认为梭伦改革创立了

雅典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导致了僭主政治，并以此为基准评价民主政治。格罗特不以为然，他敏锐地指

出，荷马时代的政治中已经蕴含着某些民主的因子：公民大会和议事会是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演

说是政府治理的常规手段。希腊后来政治学、哲学等的发展，都与对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以及因此培

养起来的辩证能力和思考习惯有关 [19]（P195-196）。
格罗特认为，推翻荷马式君主制后产生的寡头制并没有给社会下层提供必要的保护，代替寡头制

的僭主制也没有取得稳定，因此，真正要取得稳定的统治，需要民主政治。他充分意识到梭伦改革的重

要性，“通过解负令，梭伦废止了现存债务，并规定此后将债务人因未能履行财政义务变成债主的财产非

法。此后，较之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甚至较之最近之前的绝大多数欧洲王国，金钱、货币、契约在雅典

变得更加安全，即使在后来的民主时代都如此”[20]（P217）。
格罗特肯定梭伦将第四等级公民吸收入公民大会和创立四百人议事会的措施，但梭伦将公民划分

为 4 个等级、并据此分配政治权利、扩大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等措施，在雅典创立的是荣誉政体原则。他
否认梭伦创立陪审法庭的传统，认为那是伯里克利时代改革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考察有关事实，我

们会发现，与伯里克利时代比较，梭伦所创立的，不过是雅典民主政治一个赤裸的基础”。格罗特引用亚

里士多德和梭伦的诗歌，证明后者并非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者。“雅典真正的和前瞻性的民主运动只是

从克里斯提尼开始，从那个时刻——当那个杰出的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或者自发的，或者发现他自己
在与伊萨戈拉斯的党争中失败，在非常危险的境况下，通过向人民做出巨大让步，换得人民的真心合作。

而梭伦，如同他本人和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是给了人民迫切需要的东西，再无其他。”[19]（P35-36）正因
为梭伦政体没有让人民充分参与政治，才导致了后来的僭主政治。也就是说，通过“剥夺”梭伦创立民主

政治的资格，格罗特把僭主政治兴起的责任推给了雅典制度中不民主的成分。

格罗特高度肯定克里斯提尼改革，“他与人民的联合催生了雅典民主，那是一场真正且重要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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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19]（P217）。经过改革，雅典全体自由民都被登记为公民；所有公民都通过新的部落、三一区和
德莫被整合为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整体；梭伦原有的大部分制度被保存，但组成和性质都有了变化，执

政官等高级官员经由抽签而非投票选举产生；陪审法庭初步构建起来；十将军创立，削弱了军事执政官

的权威；陪审法庭形成，开始掌管雅典司法；陶片放逐法以温和手段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创造出一种

在诸多国家和政制中都缺乏的政制道德：“政制道德赋予政制至高无上的尊严，又能强制在政制之下和

之中行动的权力机关服从它，与之并行的，是公开演说、仅仅服从特定的法律制约，以及不受制约的对所

有权力当局公共行动的批评。与政制道德结合的，还有对所有公民十足的信心，他们相信，在激烈的党

派竞争中，对反对派而言，政制像在他本人心目中一样的神圣。”[19]（P93）雅典民主政治后来的稳定，与
这种政制道德有密切联系。

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初步形成。通过新生的公民大会，雅典人“习惯于既做演说者，

也做听众。每个人，因为感到他对决定施加了影响，将他自己的安全和幸福与多数人的决定相认同，并熟

悉了他既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主权的观念”[19]（P85）。也就是说，在全体人民获得对国家的统治权之后，
他们与国家之间再无任何阻隔，爱国情感油然而生，成为雅典后来政治稳定与强大的基础。随后，格罗

特对新生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归纳：

这就是最初的雅典民主政治……既与此前梭伦确立的温和型寡头政治有别，也不同于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以后和伯里克利生涯行将结束时流行的充分成熟的、对称的民主政治。

它确实是一场显著的革命；它给其所诉诸的对象——公民的感情——留下的印象，不亚于政
治和社会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变化。他发现自己与武装的新伙伴一起集中在重装步兵队列中

……他发现一年的时间被根据法律的意图重新分配了，变成了根据主席团命名的 10个部分；
每届主席团中，都有他有资格出席、神圣而言论自由的公民大会；大会由被称为主席团的议

员召集和主持；议事会成员的数量和分配方式都是新的，其政治责任由部落成员履行……但

最新奇的地方，是 10 个新部落，包括原来特殊的胞族和氏族成员，都被真正承认为雅典的主
权德摩斯或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除梭伦财产中的四个等级以及分层的任

职资格外，再无其他区别。对相当数量的公民来说，这个创新因下述事实变得更加亲切：它

已经让他们脱离了外侨和奴隶的低下地位。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它提供了一个辉煌的政治理

想，一个对希腊思想来说深刻的理想：能够呼唤起最热烈的归属感和积极义务与服从的忠诚

感。[19]（P99）

由于资料的限制，格罗特将某些公元前 5 世纪才发生的改革归到了克里斯提尼名下。同时，为论证民主
政治激发爱国热情，他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间似乎也略微提前，将雅典人自发地驱逐斯巴达人与伊萨

戈拉斯一党，与后来反击斯巴达和比奥提亚等的干涉的胜利视为前后相继的事件，大大增强了民主政治

所产生的即时效果。而克里斯提尼仍然保持的梭伦对雅典公民按照财产进行的分等，被他轻轻揭过了。

尽管如此，格罗特对雅典民主政治诞生年代的重新界定，特别是他对克里斯提尼改革各项措施及其与民

主政治诞生之间关系的分析，仍然成为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之一。

格罗特的资料批判和雄辩，使他的著作成为 19 世纪后期所有希腊史研究的出发点。“事实上，格罗
特的历史给希腊史书写树立了新的标准，给予了新的刺激。在格罗特的旗帜下，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

的著作，或以原文形态，或以法文和德文译本的形式，到处旅行，给所有古典学者以深刻印象……19 世
纪最后 50 年的希腊史研究，要么是支持，要么是反对格罗特。”[21]（P23）在德国，学者们写出了一系列
著名的希腊史作为回应。在法国和欧洲大陆上，他关于雅典民主始于克里斯提尼的看法获得了广泛支

持 [22]（P57）。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了格罗特的结论，进而影响到苏联和中国学
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23]（P134-136）。甚至到今天，有关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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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仍被多数西方学者视为正统。奥斯瓦尔德从法律话语上的差别来分析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政治术

语的变化，认为克里斯提尼创造的平等和言论自由的口号，成为民主政治的象征 [24]（P137-160）；埃伦
伯尔格倾向于把克里斯提尼作为一个民主派政治家，出于真诚的信仰创立了民主政治 [25]（P99）；梅耶
更多地从民众参与角度分析克里斯提尼的平等具有的政治价值，认为那时的平等不仅表示法律面前的

平等，还通过对制度的改造，使雅典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获得了在场性，即雅典民众能够平等地影响法律

的制定和政治决定的做出，因而成为民主政治诞生的标志 [26]（P94-132）。

三、新转向：埃菲亚尔泰斯与民主政治的“终极形态”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中期西欧政治的民主化，特别是下层阶级政治地位的上升，引起了部分上
层阶级的担忧，并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产生了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埃菲亚尔泰斯改革受到更多重视。

第一个强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重要性的，是英国学者沃克。在《剑桥古代史》第 5 卷中，沃克指出，
埃菲亚尔泰斯改革是雅典政制史的转折点，“它是把希波战争时代的温和政制改变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

间极端民主的一系列变革中的第一个”[22]（P99）。希格内特在其主要著作《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的雅
典政制史》中，追溯了雅典政制从传说中的王政时代到公元前 5世纪末的发展。从其强调雅典民主政治
经历长期发展，而且在公元前 5 世纪经历诸多变化而言，他的观点有合理成分。表面上看，他仍认为克
里斯提尼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者，但通过分析相关史料，他发现许多归于梭伦或克里斯提尼名下的改

革，本是公元前 5 世纪末及其以后寡头派与民主派斗争时的伪造。不管是梭伦还是克里斯提尼，在他的
笔下基本都是最低限度改革者。梭伦保持了贵族国家的基本制度，不过用财产替换了出身，从而纳入了

部分新人 [9]（P108）。庇西特拉图把平民因素纳入公民群体，解决了土地问题，有效统一了阿提卡，“曾
经造成分裂的地方大家族的影响被打破了，所有阶层的成员都被迫尊重法律。这种拉平政策为克里斯提

尼创建的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9]（P123）。可是，克里斯提尼创建的仍是一种温和型民主，“人民是所
有重要问题最好的判断者，但他们必须根据智者的建议才能被引导到正确的决议，必须把公共财政的监

护权留给富人”[9]（P156）。总体上看，“他（克里斯提尼）的政制与梭伦创造的（政制）一致。虽然在其
他方面，它较梭伦的政制是更加真正的民主，但它的更民主体现在形式上而非实际中”[9]（P157）。克里
斯提尼的民主仰赖于中产阶级尤其是重装步兵的支持，并且接受大家族的领导。与这个政制相符的口

号，是平等和言论自由，而非人民的统治。

在希格内特笔下，雅典历史真正的转折点是埃菲亚尔泰斯改革。由于希波战争和雅典帝国时期海军

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了舰队以及组成舰队的第四等级的重要性。因为国家的安全和幸福在更大程度

上仰赖于他们的努力，他们自然要求在政府中占据主导”[9]（P193）。埃菲亚尔泰斯的改革，剥夺了战神
山议事会在司法等诸多领域的权威，并把它们转交给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等更加民主的机关，

因而他的改革“可以公正地被视为雅典政制史上的转折点”，是“政制从温和走向激进民主发展中的决定

性阶段”[9]（P213）。
希格内特等的论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罗兹就认为，梭伦改革虽试图攻击原始国家的不平等，

并且确立一种每个公民都能在国家中有适当位置的制度，但是，“这还不是民主政治，它也无意成为民主

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创造了古典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新的结构，削弱了贵族的影响，并且在地方和城

邦层面为宪政政府提供了制度，使得政制更加民主，但“民主的最终形成是埃菲亚尔泰斯和他的同僚们

有计划的工作的结果”[27]（P87-89）。“在雅典历史上，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7]（P41）
对埃菲亚尔泰斯改革创建民主政治论述最为充分的，是拉夫劳勃。他承认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长

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等各有贡献，但民主最终形成，要等到埃菲亚尔泰斯和伯里克利改革后，即公

元前 450 年左右。他首先界定了民主的基本含义：“民主政治以下层阶级充分参与政治和分享权力为特
征。缺乏那一点，就根本没有民主政治。”[28] 由于在希腊语中，人民即德摩斯的含义总是在变化，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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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观察，则只有在公元前 462-前 450 年的改革完成之后，雅典方可称为民主政治。
拉夫劳勃并不否认从梭伦到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扩大民众的卷入和责任、让政治过程

更加透明、公开和得到规定方面，梭伦改革是关键。”但是，梭伦的目标是优良政制，是“传统的、贵族

的‘优良秩序’”[28]（P144），不是民主。公元前 6 世纪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政制平等，鼓励公民群体的
大部分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把参与制度化了，但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平等充分扩展到了所有公

民”，政治参与仍由社会地位和声望规定，只有那些拥有土地财产的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地

位较低的次等公民，可能不能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甚至不能投票。具体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它不是民主

那个词充分意义上的民主，因为第一，它没有把‘人民’那个词做全面的理解；第二，它没有赋予人民机构

充分的权力，以使得它们能够完全控制政府”[28]（P148-149）。
根据拉夫劳勃的看法，只有在埃菲亚尔泰斯等的改革后，雅典才把城邦民主发展到极致，“在那种制

度下，所有公民都被充分包括在人民之内，他们控制了政府和政治。公元前 462-前 450 年改革中民主政
治的突破，其意义正在这里”[28]（P150）。民主是独特的雅典现象。这个特殊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
自希波战争以及随后提洛同盟的发展，“在公元前 5世纪 70到 60年代的雅典，舰队成为城邦安全、繁荣
和权力的关键，雅典下层阶级的公民（第四等级）提供了绝大部分水手，成为他们城邦权力的决定性角

色”。“大批传统上在所有其他地区都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公民，成为他们共同体永远必不可少的角色；由

于他们军事上牢固确立的和不容否认的作用，第四等级获得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声望和自信，那

使得政治上吸纳他们成为可能，我认为，甚至是必需的。”[28]（P122）也正是在这时，民主政治一词被发
明出来，用来形容当时新兴的政治体制。它表明，“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真正（或应当）掌握了权力”。与

此同时，公元前 5 世纪中期，在雅典人的名字中出现了表达人民统治的“德莫克拉泰斯”，“这是一个政治
化的名字，反映了它所表达的政治理念的突出地位”[28]（P108，122）。
拉夫劳勃对民主政治的界定：所有自由民都被纳入公民队伍，而且所有公民，特别是下层阶级必须

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显然带有亚里士多德关于激进民主论调的影子，同时带入了现代民主具有最广泛包

容性的理念，但他从根本上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有关民主政治分成多种类型的理论，事实上是把现代学者

心目中的“激进民主”当成了民主的范本。虽然这样的做法可能符合拉夫劳勃对现代民主的期望，但与

希腊人的实际并不吻合。同时，拉夫劳勃在大幅度拔高民主政治标准的同时，也把大多数希腊城邦从民

主政治的行列中“开除”了，把民主政治变成了雅典特殊的现象和唯一。可是，如自 19 世纪以来学者们
都意识到的，希腊城邦作为一种公民国家，其天然政治制度应当是民主政治。不管是斯巴达还是其他希

腊城邦，政治制度中都包含一定的民主成分¬ [29]（P258）[30]（P7-29）。所以，他的观点得不到广泛认同，
实乃必然。

四、最新的研究进展

西方纪念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的活动，催生了一批论述古代民主政治的论著，部分论著涉及民
主政治的发端问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和拉夫劳勃主编的论文集《民主政治 2500 周年？
——问题与挑战》和拉夫劳勃等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起源》。前书出版于 1998 年，是西方纪念民
主政治 2500周年的重要成果之一，后书近 10年后出版。两书的观点和作者队伍大致相同，但有趣的是，
在民主政治起源的年代问题上，作者们的观点差异相当大。华莱士从希腊城邦的一般特征出发，力证梭

伦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创造了民主政治；奥伯重申克里斯提尼改革所代表的新政治文化的作用；拉夫劳勃

强调第四等级进入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埃德认为只是在公元前 403 年雅典大赦并且完成法律的法典化
工作后，民主政治才最终确立。他们的看法，大体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目前几种主流的观点，这里将以他

¬ 黑格尔早已指出，“只有民主的宪法才能够适合这种‘精神’和这种国家”。汉森把希腊城邦界定为公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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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各自的论文为主，适当补充其他材料，对相关看法略作评介。

华莱士的观点在稍早时发表的莫里斯的论文中有所预示。后者借用政治学家达尔的强势平等理论，

认为希腊成熟的城邦特别是民主城邦中，盛行的是强势平等理论：“在一个群体中，其成员相信，他们都

有大致平等的资格参与群体的决定，通过某种民主的过程，他们有相对较大的机会实现自我管理。”莫里

斯广泛利用考古资料，结合非常有限的文献，证明在黑暗时代的希腊，盛行的仍是高低分明的分层社会，

仅贵族有资格被埋入墓地。公元前 8 世纪，墓葬数量突然增加，陪葬品变得稀少和普通。墓葬数量的增
加，暗示原来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平民现在可以被埋入公共墓地。随葬品减少，则是富有阶级的统治

逐渐让位于中等阶级的表现。因而把“所有成年人和儿童纳入同一个墓地中”的新墓葬制度表明，共同

体已经取得对个别家族的胜利，中庸型（middling）共同体已经确立。中庸传统的突出特征，是把中等财
富作为生活理想，青睐中等阶级，具体表现为所有成年男性，不论贫富，形成一个独占性的群体。重装步

兵阶层的兴起，使得护国者扩展到所有中等阶级以上的成年男性中。到公元前 6 世纪末，中庸传统最终
取得胜利，典型表现是那时连续出现的数次以平等为口号的改革，使得公民能够直接就共同体事务做出

决定。因此，莫里斯认为，“寻求希腊民主起源最好的理由，是理解它的局限。它把中庸型男性共同体的

理念推到极致，但用达尔的话说，是公民成为妇女、儿童、外国人和奴隶的保护人”。“在人类历史上或许

是首次，在一个广泛的男性公民群体中，希腊人用出身代替了它（财富），创造了新的包容性与可能性，

新的独占性和压迫性，它的结果是强势平等原则，那个原则的结果，就是希腊民主。”[29]（P19-42）
莫里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考古资料与有限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把墓葬的变化与民主政治联系

起来，把城邦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联系起来，把物质文化资料作为他的史料基础，为他的强势平等原

则找到了公元前 8 世纪的源头。但是，他的解释有过度解释考古资料的嫌疑，所谓 8 世纪革命的提法，
也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 [30]（P33）。对有限的文献，特别是梭伦等诗歌的解释，因为他忽视了诗人们属
于上层阶级的事实，以及梭伦对民众公认的鄙视态度，也不能完全让人信服。不过，他的解释给其他学

者提供了启示，他们再度回到文献，试图从那里寻求希腊民主的因子，华莱士是这批学者中突出的一个。

在华莱士笔下，荷马社会的共同体中，已经有了某些民主的因素，特尔西特斯的发言和阿凯亚首领

们的反应，表明政治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生活已经存在。随后的赫西奥德时代，农民对贵族的不满公开表

现出来。重装步兵革命引发了斯巴达的政治变革，那里有了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有了平等者出席的公民

大会，斯巴达成为希腊第一个民主政体。僭主政治体现了民众意志，因为他们都是民众支持和影响的产

物。所以，当雅典公元前 7 世纪末爆发社会危机时，摆在雅典民众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僭主政治、立法和
改革，以及人民暴动 [28]（P52-57）。三者在当时的阿提卡都有反映，但梭伦选择了仲裁，他的措施是一
场革命。然而，华莱士强调，梭伦改革并非改革者个人的主动作为，而是他对起义人民的要求做出的回

应，所以并不是梭伦改革把雅典人民政治化了，而是使他们平和下来。通过取消债务、创立四百人议事

会、给予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相当权力，“梭伦的德摩斯被赋予了巨大权力，梭伦创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

基本制度”[28]（P69）。正是因为民众在梭伦时代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才把庇西特拉图推上了僭主
宝座，并且在僭主垮台后支持克里斯提尼改革，终至使民主政治在公元前 5 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因此，
雅典后来的发展，不是民主政治的创立，而是公民们因为能够参与政府，不断推动了雅典政治的变革。

在某些方面，华莱士呼应了莫里斯，尤其是他把重装步兵革命视为希腊民主前提、强调民众在早期

希腊城邦中作用的看法，给莫里斯的结论提供了文献支撑。但是，他的论证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至少

他未能成功解释，既然阿提卡人民已经政治化，成为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人，那又如何可能放纵贵族为所

欲为，以至于梭伦改革前阿提卡大多数人民成为贵族的六一汉或债务农？更重要的是，梭伦本人不是民

主派，他最多是一个仲裁人，如《雅典政制》所说，“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

加多……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梭伦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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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人民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餍足就要滋生不逊”[7]（P14）。
这样一个人物的改革，不太可能导向民主政治。当然，对于梭伦将高级官职限于第二等级以上，占雅典

人口大多数的第四等级仍被剥夺许多重要权利的方面，他没有给予任何合理的解释。

奥伯的观点最初发表在他有关雅典革命的论文中，1998 年，他做了进一步论证，其最终陈述，见于
他与拉夫劳勃等共同撰写的著作中 [31]（P32-52）[28]（P83-104）。与华莱士等不同，奥伯更倾向于强调
雅典人民而非改革家个人在创建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强调克里斯提尼等的作用基于三个假设的

前提：第一，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角；第二，个人发明创造了政府制度；第三，个人的改革措施奠定了民主

政治的基础。但他认为这些假设都不合理，根据他的界定，“德莫克拉提亚首先是人民的权力，是人民公

开表现出来的使任何事情发生的权力，是一种人民在城邦中的权威或统治，被包含在政体中的充分‘共

享者’不仅有重装步兵，而且有普通的（劳动的和低于重装步兵等级的）人民，他们占据了当地成年男性

人口明显的多数”[31]（P71）。所以，民主是实践的产物，“最初是公民群体行动的产物，后来的维持，系
于（存在且符合于）公民执行的一系列决定、行动和共同实践。”所谓民主政治的诞生，不过是“把认识论

转向固化的那个事件，由此导向了那些制度上的创造：它们可以构建一个对社会戏剧化的新型理解的框

架，并赋予其实质”[31]（P69）。换句话说，那些重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人重视制度构建的结果，而奥伯更
重视导致新制度创建的公民群体基础以及思想，具体地说，是雅典人围攻斯巴达人干涉军的行动及其表

达的政治含义。由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仅仅提到雅典人和议事会，不曾记载任何著名领袖的活动，奥伯

据此认定，当时雅典发生了一场由人民自主发动的革命。“这场革命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视为一

个时代而非某个时刻）标志着政治权威与社会关系剧烈且决定性的转变，以及……人民思考、讨论政治

与社会关系的概念与话语的转变。这场思想、话语和行动上革命性变革的关键因素是一个政治社会学问

题：那推动历史发展的相对狭小的统治精英被相对广大的普通的、非精英的公民取代。”即整个雅典公民

群体，包括最低的第四等级的公民，都加入了反对斯巴达人干涉的活动，意味着雅典人民整体上发生了

质变，“克里斯提尼发现，雅典人民的革命行动永远改变了政治和政治辩论的环境。革命之后将不可能再

存在超出民众权威之外的安全的诉求。如果雅典要作为一个城邦生存下去，那就必须为政治权威话语寻

求一个新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必须以人民自己的意志为基础……克里斯提尼设计的宪政秩序既确定了

那场他缺席时开始的革命的框架，又以革命为基础”[31]（P226）。
奥伯承认有创造力的个人与雅典政治文化的塑造有密切关系，但认为两者不能等同。“我更愿意认

为，这些以及其他非常有能力的个人是对雅典政治环境的本质性变化做出的创造性反映——对于这些
变化，他们正确地注意到了，而且这些变化是集体直接行动的结果。”[31]（P83）即首先有了人民的革命
行动，然后才有改革家的制度设计。“民主制度的实践是作为对历史突破、对‘认识论’的社会与意识形

态变迁的反应出现的，也就是说，雅典人相互之间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发生了本质性的、相对突然的变

化。”[31]（P83）“所以，我所寻求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一场事变，它刺激个人设计出能够容纳、
体现这一戏剧性的、对社会做出新的理解的制度，从而使这种转变固定下来。我将论证，这场关键性的

转变发生在公元前 6 世纪末的最后 10 年中，其决定性的事变是雅典人民的起义。”[31]（P83-84）“民主
是随着人民具有作为集体历史人物能力而产生的，在雅典，那是在‘我，人民’做了某种确实重要的事

情——将斯巴达国王围困在雅典卫城 3天——后发生的。”[31]（P84）奥伯强调这场起义的两个特点：一
是它乃全体雅典人民的自发行为，二是起义者表现得相当有纪律。尽管奥伯也意识到，革命并非民主产

生的充分条件，雅典此前数百年的发展，设计出复杂制度的个人，都在民主的产生中发挥过作用，但仅此

而已。“我相信这场革命是民主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使人民的公开统治成为可能”[31]（P89）。以
此为基础，奥伯连带批评了那种把有创造力的个人、制度的发展和雅典帝国视为民主产生之必要条件的

看法，认为他们是本末倒置，把车摆在了马的前面 [31]（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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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伯的论证让我们注意到民主产生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众起义一般是一过性的，起义的成果必须

被转变成制度安排，才能巩固下来。斯塔尔和沃尔特的论证，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补充。他们坚持认为，公

元前 508 年雅典人反对斯巴达人的行动，的确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在雅典公民国家演进过程中，雅
典人成功击退了贵族复辟的企图，宣告了他们更多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如果雅典历史上真有现代意

义上革命性的时刻，则它就发生在公元前 508年那 3天中”。克里斯提尼所设计的“以所有公民实际和积
极行使权力为基础的政制，因此是该词古代意义上所说的‘民主政治’”，适应了公民实现自己权力和潜

能的需要，可以让他们保卫自己的政制和集体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32]（P154）。通过部落改革
把新老公民都整合于雅典公民群体，克里斯提尼消除了不同地区的特殊性以及个体公民的孤立性，“使

公民的大部分经常性地、自然地参与到甚至日常的政治和常规事务之中”。一方面，贵族和精英阶级学

会在新制度下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公民的在场性——他们组织在德莫和部落中，他们对政治的卷
入，对中心的事件和决定行使控制权的前景，都增加了，而且有进一步增加的潜力”。总之，“克里斯提尼

成功地把公元前 508-前 507 年的革命冲动转化成某种永久的和制度性的东西。只有在克里斯提尼创造
的政治空间（或“上层建筑”）中，那种特殊的思维才能繁荣”。他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助产士，构建了雅

典公民国家，帮助民主政治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还对克里斯提尼在改革后的突然消失做出了新的解

释，“一旦人民坐上了马鞍，笼头的制作者就可以安静地下台了”[32]（P158-160）。
虽然斯塔尔和沃尔特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人民“革命”和构建制度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仍未能

避免第四等级公民被排除在官员队伍之外，大众是否能够充分控制精英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无

法说明公元前 5 世纪何以仍需要对制度不断进行变革的重大问题。这些弱点，为德国学者埃德否认公
元前 5 世纪雅典政治的民主性质留下了空间。
埃德赞同学界的一般看法：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从荷马到希罗多德时代的长期过程。每次重要的

变革，可能都是下一次变革的准备。这个过程中，或许存在着多次“奠基性的”事件。但到底哪个是真正

的奠基，则取决于学者们如何界定民主政治的含义。与奥伯相反，埃德重视贵族的作用，认为他们是希

腊城邦中的主角。换句话说，在贵族争斗过程中，不断吸收民众加入政治，最终民众把贵族踢到一边，开

始独立管理城邦的事务。直到那时，民主政治才算最终形成。根据这个标准观察雅典历史，需要综合考

虑到贵族丧失权力、民众政治觉醒、制度的安排等多个方面。它们最初虽然相互联系、平行发展，但直到

所有这些线索合并成一个整体，雅典人民能够独立行动和控制国家的时候，民主政治才最终形成。

据此，埃德否认从梭伦经克里斯提尼到埃菲亚尔泰斯改革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变

革，可以被视为民主政治诞生的标志。具体说来，梭伦确保了上层阶级的权力，无法保证重装步兵共同

体免受贵族竞争的困扰，未能给城邦带来稳定；僭主政治和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确把民众纳入政治考虑之

中，可是克里斯提尼未能触动执政官和议事会等的构成；埃菲亚尔泰斯的改革固然把大批民众纳入政治

进程之中，但制度的重要性直到后来才被注意到。更重要的，是贵族和民众之间矛盾尖锐，两者互不相

让，终于酿成公元前 5 世纪末两次严重的流血冲突和政变。
那如何解释表达民主政治的术语 demokratia 产生于公元前 5 世纪中期？埃德指出，民主政治一词

被创造出来时，不是如一般表达政体的术语那样由人民和统治（arche）构成，如君主制和寡头制那样，
而是把人民（demos）和权力（kratos）结合起来。前者仅表示人民中的下层，后者仅表示代表部分人的
利益进行统治，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术语，代表群氓的统治。demokratia 表示贵族意识到自己无
法离开民众掌握权力，只能通过讨好民众获得影响，但与民众自己真正掌握权力仍有显著区别。希波战

争后出于统治帝国的需要，雅典民众首先在军事上被动员了起来，之后在政治上，把他们作为选民动员

了起来。民众崛起的结果，是最终把设计出民主制度的贵族挤到了背景之中。公元前 5 世纪末的政治斗
争表明民众真正控制了政府，而且有能力合理地使用权力。具体的表现，一是民主政体在公元前 4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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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变化地延续了 82 年，取得了稳定性，二是它表明，民众有意识地支持这种基于法律和自控的民
主政府，不再利用自己人数的优势剥夺或者挤压贵族，两个阶层和谐地共存于一个政府之下。

可是，埃德的看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首先，在希腊城邦中，政治从来就是公开并由公民参与的。古

风时代两百年的发展，使得城邦公民中的相当部分，主要是重装步兵及其以上等级的公民，获得了多种

政治和社会权利，成为真正的“公民”。只是在不同的城邦中，政治的公开和民众参与的程度不同。任何

一个城邦的政制，都会随着参与者成分的变化，民主程度有相应的改变。其次，他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

终形态或曰稳定问题，并非全无疑问。罗兹的研究已经证明，公元前 4 世纪雅典城邦政制有过许多重要
变化，一个基本趋势，是为了效率牺牲民主。他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依靠公民的积极参与维持，一旦公民

不再需要，则民主政治难以为继 [33]（P305-323）。最后，埃德所谓公元前 4世纪宪政的稳定问题，也有可
以诟病之处，因为众所周知，梭伦的政制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得到保持。如果那样计算，梭伦政治一直延

续到公元前 508 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甚至较 82 年更长。埃德的意图，是希望从现代民主的标准出
发，强调公元前 4 世纪雅典人民的自控，使他们能够与精英阶级和谐共处。然而恰恰在公元前 4 世纪，
柏拉图等人把民主政治描写为穷人对富人的专政。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实上，埃德的看法都无

法接受。

五、结论

数百年来对民主政治起点的寻找，好像一无所成。最近研究中多种观点的流行，似乎让起点变得更

加模糊了。但回顾人们对起点的寻求过程，仍能给我们某些启示。

当学者们在寻求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时，民主政治本身总是在被重新界定。希罗多德的民主意味

着自由和平等；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中，民众控制法庭和国家机构更加重要；对格罗特来说，民主表示克里

斯提尼改革创造了支持民主政治的参与型文化；沃克和拉夫劳勃等人的民主，表示下层阶级控制了政治

进程，并且真正掌握了做出决定的权力；对奥伯而言，民主政治以人民的自主行动为前提，革命受到重

视；埃德更多地注意雅典人民独立且温和地与贵族共处，达成政治的稳定。只要人们对到底什么是古代

民主政治的定义不能达成一致，则民主政治必然会有诸多不同的起点。

学者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界定，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和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代民主的价值，在于生活在当代的我

们试图从雅典人那里获得某些启示与灵感 [34]（P126-130）[35]（P63-87），体现在搜寻民主的发端时，人
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代民主作为参照。格罗特勾画的雅典民主政治图景，“在更好的环境下，是雅

典在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可能成为、不列颠尚有待成为的样子”。在奥伯那里，古代民主的直接参与制度，

被视为现代社会治理有益的参考 [36]（P1-3）。在这个意义上，对古代民主政治起点的寻求，很大程度上
是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话 [37]（前言 P1）。可以相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学者们对现代社会的不
同理解，古代民主政治的起点，会继续处在不断的摆动之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在民主发端问题上随心所欲。历史学的基本要求

是, 所有的看法都必须从史料出发。通观学者们搜寻民主政治起点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们可以利用
的资料一直在扩展之中。格罗特充分发掘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史料；莫里

斯有关中庸意识形态的建构，首先来自他对早期希腊墓葬史料的研究与综合。即使就文献史料而论，哲

学的、科学的、文学的（抒情诗、悲剧和喜剧的）等非传统的史料，都成为当今主要的讨论对象和建构依

据。雅典民主研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对新史料的发掘，对传统史料新的解释。

最后，是社会科学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民主政治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学重要

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深入研究，必然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格罗特能够在传统的史料中发现

古代作家们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作为功利主义哲学家的信仰。芬利对古代政治的讨论，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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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框架，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女权主义、公共交往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等概

念的引入，加深了我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认识。他们的研究表明，适当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仅

可以补充传统史学方法的不足，而且可以提出新问题。事实上，话语转向、性别研究、大众传播理论、艺

术史、法学等，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雅典民主研究之中 [38]（P392-409）[39] [40]，已经而且会继续对民主
政治的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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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on the Origin of Athenian Democracy

Yan Shaoxia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about the origin of Athenian democracy.
Firstly, we point out that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origin of Athenian democracy
among the Greeks, including the Solonian Reform, the Reforms of Cleisthenes or the legendary king
Theseus respectively. George Grote wa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the view that Cleisthene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 which won wide acceptance among the scholars. Charles Hignett
and Kurt A. Raaflaub argued that the reforms of Ephialtes was the real origin of Athenian democracy,
which was unique to Athens. Recent scholarship presents more views on this issue. Robert W.
Wallace try again to return to Aristotle who deemed Solon as the founder of Athenian democracy;
Josiah Ob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pular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6th century BC;
Raaflaub insist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thenian navy and their democracy; Walter Eder even
claims that Athenian democracy came to stability only after 403 BC. The variety of the beginnings
of Athenian democracy is more related to the ideology of the historians and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scholars work since democracy was always redefined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nge of the
time. Further, the scholarship about the beginn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 also shows that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evidence is in constant expansion and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s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ast decades. In the continued dialogu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cholars have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

Key words Athenian democracy; Cleisthenes; Solon; Ephialtes; Greek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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